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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序言）

在中西经典互释中建构现代生死哲学在中西经典互释中建构现代生死哲学

——《孟子与保罗生死伦理比较研究》序言

靳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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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观无疑是世界各国文明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是人类古今文明观全

部内容的核心和枢纽所在。伴随全球化浪潮的澎湃激荡，人类在现代文明发展

中遇到的生死问题不断超越民族和国别限制，在各个层面日渐一体化，并呈现

出前所未有的休戚与共特征，其间又伴生出诸多复杂性的紊乱与冲突现象。在人类的生死存亡和终极

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对不同文明中的生死观进行交流互鉴，实现彼此之间的包容共存，无疑对繁荣

世界文明百花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为人类文明正是由于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

鉴而发展。特别是中华民族文明观，本身就孕育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优秀文

化基因，这就使得展开中西生死观的比较与互鉴，不仅具有极端重要的理论探究价值，而且还具有切

近生活的实践关怀意义。而要圆满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进入中西生死文化的历史深处与内部腹地，

在对各自经典文本进行精细解读和比照互释的基础上，全面了解东西方生死观的优势与不足，从而建

构起符合现代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生死哲学。之所以强调对经典文本的精细解读和比照互释，是因为

古今中外各种经典文本所瞩目的焦点问题通常是事物的内在本质，是对于客观世界深层内涵的揭橥，

它能够烛照人性背后的晦明，经过剥茧抽丝之后触及到了生命存在的坚硬内核。尽管我们的日常生活

千姿百态和纷繁多变，但总有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最基本的基座与框架，而古今中外各种经典文本关

注的恰恰就是这些最具根本特征和普遍意义的东西。但是在对经典文本进行精细解读和比照互释的过

程中，尤其需要特别重视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跨文化经典文本诠释的可能性与合法性。任何一种经典文本都是在某种特定社会背景下形成

的独特文化结晶，要了解某一文化传统的经典文本，就必须深入到这一经典文本的细节之中，深入追

溯围绕该文本生成的诠释传统，因为人们可以从经典文本的只言片语看到不同传统被衍生出的丰富内

涵，从中对经典文本形成一以贯之的历史文脉。与此同时，还要不断突破原有文本的思路框架，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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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入或嫁接到另一种经典文本体系之内，以便照亮原有文本的盲点，或者将原有经典文本缺失的文化

基因嫁接过来，超越人们传统思维的框架，生发出意想不到的崭新思想果实。因为只有从彼此差异中

深化理解对方，才能加深对自身丰富内涵的把握，从而有效防止抑或消解一切自我封闭、自我诠释和

自我独断现象的发生。特别是通过不同经典文本之间的多元对话，在对他者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充分

吸收异质经典的合理要素，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终形成人类具有更高生存智慧的现代性

价值寻求。从这种意义上讲，任何一种经典文本都无法拒绝多元诠释的可能性与合法性问题，即使是

某种“过度诠释”也同样可以成为发现文本新要素的重要机制。

二是经典文本的理解、解释与应用问题。在西方诠释学历史上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和法国思想

家加达默尔是两个极端重要的转折性人物，前者实现了诠释学由《圣经》的特殊诠释学到普遍诠释学

的转向，后者实现了从普遍诠释学到哲学诠释学的转变。施莱尔马赫认为，包括《圣经》在内的各种

经典文本都有重新诠释的可能性，因为解释者可以通过某种方法使自己的思想和作者的思想置身于同

一位置，并根据自己的切身体悟进行创造性的重新表述或重新建构，否则，如果作者和解释者的思想

是绝对同一的，那就失去了解释的必要。加达默尔则认为，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看，任何一种历史文

本的真正意义并不存在于历史文本本身之中，而是存在于对它的不断再现和解释之中。因为任何历史

文本在每一个新的时代都面临新的问题从而产生新的意义，解释者的任务不是机械地复制文本，而是

把文本的视域和我们当下的视域相互联系起来，通过“视域融合”获得文本的现实价值，正是借助

“视域融合”的方法，主体和客体、过去和现在、自然和必然构成一个无限发展的统一整体，实现了

理解、解释和应用的有机结合。通过对施莱尔马赫和加达默尔诠释学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到，前者注

重对历史文本的静态性、阶段性、客观性解读，后者注重对历史文本的动态性、整体性、历史性解

读，如果我们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无疑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更具深刻性、全面性和远见性的诠释

学理论，而当代中国学者成中英创立的“本体诠释学”和傅伟勋创立的“创造性诠释学”，其目的就

是要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的吸收与改造，实现对中国诠释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是跨文化经典文本的求同存异问题。我们承认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生成的经典文本具有自身的特

殊价值和理想追求，但这并不是要夸大各种文明类型的个别性、差异性和斗争性，进而得出文化特殊

主义和文明地域主义结论。恰恰相反，而是要在不同文化历史文本的比较之中，寻找到一种普遍性和

共同性的文化价值判断标准。西方著名思想家孔汉思提出了文明相互兼容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不同

文明之间的普遍理性主义理论，罗尔斯则主张各种文明在保持自身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在公共领域形

成具有“重叠共识”性质的普遍价值标准。而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蕴涵着“和而不同”的深刻思想内

涵，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思想流派从来都是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佛相融、佛道互渗、儒佛道相通，

故有“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本是一家”之说，“中国”二字的深层文化喻指就是强调善用“中和”

思想做人行事的中华之国。综合当代西方诠释学和古代中国诠释传统的特质，就要求我们在当今多元

文化相互激荡的全球化状态下，必须以全球公民的公共理性为基础，建构跨文化的最低限度和最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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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切实可行的共同价值目标，这一价值目标对人们日常行为普遍正当性的考虑优先于对特殊行为

善性与否的考虑，它必须具有普遍性道义约束力。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每一种特殊文明能够以

最为简化的方式清晰叙述自身文化脉络中最为核心的价值主张，在此基础上达成全球最低化且又最大

化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从而在求同存异中达至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实现《中庸》所追求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欣欣向荣的生命

状态。

搞清了对经典文本进行精细解读和比照互释过程中应当注意的核心问题之后，就需要我们善于从

中外历史悠久、支脉众多、纷繁复杂的精神图谱中精细筛选能够代表中西生死文化思想特质的经典文

本。在中国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各大思想流派中，儒家的思孟学派无疑是当之无愧的显学之一。尤其

是孟子不仅对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加以灵活运用和充分张扬，而且还提出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特质的

理论观点，从而使得儒家学派由《论语》的断言式思想表述演变为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例如：孟子

的人性善论、人禽之别、义利之辨、王霸之分等理论命题，不仅奠定了后世儒家学派的思想根基，而

且对汉代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历史流变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以至于唐代韩愈称孟子是自

尧、舜、禹、文、武、周公至孔子之道统的真正传人，宋代大儒朱熹在其《四书章句集注》序言中指

出：“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

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朱熹自己也说：“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求观圣人之

道者，必自孟子始。”由此可见，研究儒学亚圣孟子的生死伦理思想无疑具有极端重要的历史与现实

价值。

与之密不可分的是，在基督教历史传统中，保罗是继创教者耶稣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后世基督

徒普遍认为，正是由于保罗向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的传教工作，特别是他的教牧书信成为基督教发展

的奠基石。保罗超越地中海周边存在的地域、文化、种族的隔阂，将耶稣源自上帝的福音成功地传给

世人，从而将耶稣基督的信仰从犹太教的母体中逐步分离出来，使之成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世界性宗

教，乃至有人认为保罗才是基督教的真正创立者。就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圣经》而言，保罗书信的形

成在文字上要早于耶稣的四福音书，为后人保留了原始基督教最初形成时的真实状况。其中在《圣

经》新约的21卷使徒书信中，保罗书信有13卷，占新约总卷数的四分之三，特别是保罗提出的因信

称义论、基督复活论、末日审判论等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一大批基督教思想家的理论研究趋向，诸

如：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论、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论、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论等，这就充分

证明选择保罗书信来研究早期基督教生死伦理的无比重要性。

通过上述对孟子和保罗在儒家与基督教历史传承谱系中特殊地位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二人存

在众多相似之处，乃至于有不少中外学人指出，基督教有保罗，正像孔子之后有孟子、苏格拉底之后

有柏拉图一样，他们共同照亮了人类古代思想世界的灿烂星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王治军博士选

择孟子与保罗的生死伦理予以比较研究自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客观根由。当然，选对了中西经典文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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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博士论文的写作，只是展开中西生死伦理比较研究的起点，要真正写出高质量的博士论文，还需要

对生死现象所关涉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透彻的辨析，才能从论文的价值取向、逻辑框架、论

证方式上做出精细而恰当的科学安排。我在自己的《死而后生：死亡现象学视域中的生存伦理》（人

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认为，正是永生的渴望与终死的必然，才激荡出人类命运的交响曲，倾

最大心智与死亡全力拼搏，乃是人类注定的终极宿命。人类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死亡必然性之后，

为了能够战胜和超越肉体之死，克服由此引发的虚无感和恐惧感，才建构起各种真、善、美、圣的生

存信念，并将这些生存信念外化为不同形式的文化创造活动，从而使有限的生命彰显出无限的价值和

意义。

王治军同学考取中央党校伦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后，就立志从事中西生死问题的伦理学比较研

究，同时受到我前述生死学理论的影响，最终将儒家传人孟子和基督教使徒保罗的生死伦理作为研究

对象，毕业后到河北廊坊师范学院任副教授，又进一步拓展了自己博士论文中的生死伦理思想。我认

为他在本书中对孟子和保罗生死伦理的研究具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对孟子和保罗所处历史时代面临

的重大问题以及二者所遭遇的生存困惑进行了历史探源。强调孟子处于战乱频仍的先秦战国时代，为

了救民于水火提出了用孔子圣学推行仁政，进而养民富民和教化人心的主张。保罗生活在古罗马帝国

统治下的犹太教传统中，针对民族承受灾难和生命遭受蹂躏的现实，促成了他以神圣教会为载体并用

福音拯救万民的普世关怀思想。二是孟子和保罗深刻洞察了人性的本质特征，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自己

的人性论主张。孟子认为人性本善，由于受到外在环境影响，丧失了善良本性，只有通过反身而诚和

存养扩充，才能发展出仁义礼智的德性。保罗则主张人性本恶，因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神的诫命

而犯下了原罪，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摆脱罪性，走上被神拯救的道路。三是为了实现生命在尘世的

价值与意义，孟子主张通过修身进德成就独立人格，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将天道的实然转化为人道

的应然，完成上天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保罗则认为，既然生命因神而获拯救，就应当通过日常生活

中的感恩神、效仿神、荣耀神而活出生命的价值。四是为了让有限的生命超越死亡而走向不朽，孟子

主张以个体之心为主宰，通过存心养性来达到成就圣贤的品格和功业。保罗则是通过与神同工，借助

普世博爱来转化世俗生命，达到与神同在的超越境界。尽管孟子与保罗的人生经历各异、对人性的认

知态度不同、实现生命超越的路径有别，但他们又共同承认人性的软弱与可变，强调生命所应承担的

责任与使命，力图让生命从有限走向无限，从局部走向整体，从短暂走向永恒。这些思想无论对于当

代个体人格的养成，还是对于国家社会的发展，无疑均具有极端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永

远去探究、去思考。

与同类著作相比，王治军博士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对先秦儒家和早期基督教经典文本的精细诠释

层面，还是在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和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层面，都有着十分显著的创新价值。特别是作者

对孟子和保罗生死观的叙述语言洗练、娓娓动人，在平静如水的文字中蕴藏着一种洗尽铅华、慰藉人

心的深沉张力。伴随生死问题日益成为现代人类面临的重大生活难题，迫切需要人们从哲学伦理学层

17



靳凤林：在中西经典互释中建构现代生死哲学——《孟子与保罗生死伦理比较研究》序言

华人生死学，  2024  （1）： 14 - 18.

面提供更有价值的生死智慧抑或生命指南，我坚信王治军博士在这一研究道路上会走得更远！同时也

会收获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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